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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目的 

 

認知神經科學為新興的科學領域，研究工具的日新月異，更帶動了各種跨領域的學

科發展。腦電波（EEG）、正子斷層掃描（PET）以及功能性磁振造影術（fMRI）探索

人類學習思考的神經機制，以吸引人的視覺圖譜呈現學習歷程，加上媒體報導的加持，

讓認知神經科學成了研究界的寵兒。在德國，認知神經科學近十年來更是引起教育學者

的密切關注，例如：國際學生評估計畫(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德國學生表現不彰，學者認為認知神經科學可以提供立即的特效藥（Stern et 

al. 2006）。想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光是教學者傾囊相授是不夠的。從事外語教學工

作，若不瞭解學生學習之腦神經機制，恐有事倍功半之嫌。近幾年「神經教學法」

（Neurodidaktik）一詞，再度在德國教育界掀起討論熱潮（Hermann 2009a），更說明了

認知神經科學與教學實務的結合，已經成了必然的趨勢。 

何謂神經教學法？神經教學法作為獨立學門，由數學家及教材教法專家Preiß提出。

神經教學法一詞早期用於特殊教育領域，其任務在於「深入探討人類的神經生物特質與

學習能力之關連性，並從中獲取可用於教學的知識。在教育情境運用這些知識，應以尊

重及促進人性尊嚴為宗旨。」（Friedrich 1995: 11）。Hermann (2009b: 148)主張，新時代

的神經教學法應擴大至其他教育層面及學科教學，由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出發，除了解

釋學習的結構、過程及問題，也應調整學習的結構與過程。換句話說，學校及課室內的

學習與教學都必須參考腦科學的研究結果。 

由於台灣各大學除英語系外，其他外語文學系的新生，幾乎都是以零起點的外語課

程入門，奠定語言基礎格外重要。筆者認為課程設計除了培養文化及文學素養外，教學

者若能融入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發展外語教學之神經教學法，應該可以提升學生

的外語學習的效果。目前台灣各大學外語系師資，以語言、文化或文學學者居多，筆者

期以習得年齡及學習風格角度切入，透過本文介紹認知神經科學在外語習得研究之相關

成果，並舉例討論其應用於大學外語或德語教學的可能性，供國內教學者參考，達到跨

領域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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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認知神經科學觀剖析學習 

 

新生兒出生時的腦，重量約只有二百五十克至七百五十克，學習的過程中，腦部持

續尋找刺激與變化，不斷擴張神經元之間的連結，腦的重量到青春期，可達一般成人的

平均值一點三公斤左右。嬰幼兒的神經元連結較多較弱，成人的神經元連結則較少較強

（Bonhoeffer & Gruss 2011）。如果以道路系統來做比喻，嬰幼兒的神經元連結猶如密密

麻麻的鄉間小路，成人的神經元連結則有如高速公路，連結不同的腦區。從神經生理的

觀點來看，可以用大腦皮質、邊緣系統與神經元及突觸這幾個面向來描述學習過程。筆

者僅簡要敘述和語言及外語習得關係密切的神經結構，要特別提示的是，所謂和語言處

理相關的腦區或中樞，並不是指該區單獨運作或負責某特定功能。語言處理過程中，整

個大腦是百分百參與的，也就是所有的腦區都會活化。實驗研究文獻圖表裡常見的亮起

來的腦區，其實是受試者做特定作業時，生理指標的資料運算後，統計上有顯著效果的

區域，並非攝影腦運作時實際活化的狀況。 

 

大腦皮質  

 

大腦皮質分別在腦部兩側半球，胼胝體為連接大腦左右兩半球的神經纖維束。大腦

皮質可分為額葉、頂葉、顳葉、枕葉。皮質向內凹陷的區域稱為溝，向外突出的區域為

腦迴。 

較早的神經語言學理論大多建立在腦傷病人的資料上。古典的 Geschwind-Wernicke

語言運作模型將語言處理的焦點置於額葉的布羅卡區（Broca Areal）及顳葉的維尼克區

（Wernicke Areal）。口語產出時，活化較強的除了運動皮質外，還有布羅卡區。布羅卡

區位於額葉，協調說話時複雜的肌肉運動（梅錦榮 1998：195），亦主導句法資訊的處

理。左腦半球的維尼克區(Wernicke Areal）將聽覺訊息轉換成有意義的單位，在語言理

解時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弓狀束(Arcuate fasciculus)是位於 Broca 區和 Wernick 區之

間的主要神經傳導通路，連結語言感知與運動區。除了古典的Geschwind-Wernicke模型，

以俄國神經科醫生 Luria 為首的歷史文化學派，則是認為腦的定位系統是動態的，反對

狹義的解剖關聯理論，也不接受極端的大腦功能整體學說，主張語言處理兼具腦區的分

工與合作（崔剛 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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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新的理論融入了語言固有的特質，將語言處理視為音韻處理與語意處理的交互作

用，音韻處理路徑為後下顳葉至下額葉，語意資訊則由顳葉端(temporal pole)到枕顳皮質

（Chang 2015）。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術應用於神經語言學研究的情況越來越普及，研

究對象也不再侷限於失語症患者，而是擴展至健康的受試者。這類研究顯示，除了古典

理論所提及的腦區，也有許多腦區和語言處理相關，所謂的語言專屬的腦區其實變異性

很大（回顧見 Price 2000）。 

 

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位於腦中央，包含海馬體（Hippocampus）、扣帶迴（Gyrus cinguli）與杏

仁體（Amygdala）。主導神經傳遞介質的分泌，有的神經傳遞介質會活化腦部活動，有

些則會發揮抑制作用。海馬體是記憶中樞，處理其他腦區的知識，將其轉換成長期記憶。

海馬體若受損，可能會造成暫時性或長期失憶。杏仁體為情緒中樞，引起情緒反應的事

件記憶都與它有關。邊緣系統就像守門人，外界資訊進入大腦皮質處理前，會依照該資

訊或刺激的熟悉度、重要性及情緒因素，決定是否繼續處理該資訊，掌管資訊的前置過

濾工作。 

從前認知心理學家論及學習歷程時，有很長一段時間忽略了邊緣系統。追究原因，

是因為過去一直把學習歷程比擬為資訊處理的歷程（Anderson 1996）。根據 Anderson 的

定義，學習過程是理性的：教學者以語言傳送含有意義與知識的資訊，學習者以資訊處

理系統接受解碼，連結過去的知識，運用思考規則，把知識儲存在長期記憶裡，需要時

再提取使用。換言之，學習就是處理及儲存知識，要提升學習效果，只要把資訊處理相

關的機制優化即可。實際上，認知神經科學早已證實，知識是無法由甲腦傳遞至乙腦的，

「而是必須個別在腦中重新建構創造的，這個過程牽涉許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都是在

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很難受影響。」（Roth 2009：58） 

學習並非純理性的資訊處理，這項研究發現重啟人們對邊緣系統的重視，因為邊緣

系統處理情緒、感覺及動機，資訊進入大腦皮質前，邊緣系統會先評斷資訊是否重要、

是否和既有的知識相關、資訊是否有利個人及資訊是否為愉悅的，只有在學習者認為這

些資訊是切身相關的，資訊才能進入大腦皮質進一步處理，甚至進入長期記憶。教學者

無法直接影響學習者學習的過程，但是可以操作學習環境（課堂）的感知、認知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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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氛圍。任何一個教學者觀察課堂學習時，都可以肯定學習動機和學習氛圍對學習成

效影響甚鉅。只有在學習者想學、認為所學和其切身相關或有利時，教學者所傳遞的知

識技能才能被「吸收」。學習者學習意願若是不高，任憑教學者如何滔滔不絕，也無法

引起學習者的注意，更遑論有效學習了。上課時，在學習者沒有主動意識的狀況下，邊

緣系統不斷評估內容是否「值得」聽、值得注意甚至值得練習。所以說邊緣系統掌握學

習是否成功的關鍵，一點也不為過。 

 

神經元與突觸  

 

神經元就是神經細胞，結構上大致可分為包含細胞核的細胞體和神經突兩部分1。語言

刺激傳入時，離子濃度改變，細胞膜內外產生電位差，樹突接受刺激，將神經脈衝傳到

細胞體，軸突將脈衝從細胞體傳到軸突的末端。神經元之間的連結，要靠突觸(synapse)2

釋放神經傳遞介質，引發電位的傳導，達成溝通的目的。刺激訊號越強，釋放出的神經

傳遞介質越多。一個神經元可建立 10000 至 15000 個突觸連結，一千億個腦神經細胞就

能建立 1016個突觸連結（Trepel 2008）。學習就是在反覆的刺激下，藉由突觸的連結，

建立穩固的神經元之間的連結。人類出生時神經元的數量就已經和成人相差不遠，出生

後到七歲前，神經元並不會增加太多。相較之下，突觸連結數量以驚人的速度急遽增加。

這也解釋了為何這個年紀的兒童和成人相比，語言學習特別迅速有效率。 

不同的學習過程會引發相關神經元連結的改變，新知識會依附在既有知識的神經元

連結，這就是突觸的可塑性。學習會讓突觸之間的連結重新組合，或改變突觸之間連結

特性。換言之，學習可比擬為大腦皮質中的既有知識的重組過程（Spitzer 2000: 95）。以

這樣的定義出發說明外語學習：當學習者接觸一個新的詞彙時，他必須將新詞彙與母語

對等或相當的詞彙連結，或者提取其他外語的心理詞彙庫內有的知識（Dijkstra 2002）。

學習外語時，原有的神經連結因刺激而改變，若外語知識重複刺激，則相關的神經連結

會更趨穩固獨立，未來同樣的刺激出現時，神經連結傳導的速度便會變快。當然，前提

是邊緣系統判定該刺激是重要的，沒有在第一時間點淘汰它，將訊息送達大腦皮質區處

                                                 
1
神經元細胞本體延伸出長的神經纖維，稱之為軸突，而在細胞本體週邊像樹狀的突起短纖維，則稱之樹

突。神經元的構造主要由細胞本體、軸突以及樹突三者所構成。 
2突觸是指神經元軸突的末端與另一神經元樹突功能性連接，但未接觸的區域（袁本治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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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面的情境下處理刺激，有助於邊緣系統傳導訊息的工作。 

 

三、重要文獻回顧：習得年齡 

 

「別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反應了華人社會典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價值

觀。坊間眾多的廣告、雙語幼稚園及英語補習班，不斷暗示我們一個觀念：幼兒及兒童

時期才是外語學習的關鍵時期。果真如此，大學非英語的外語教學該何去何從？外語習

得關鍵期的問題並不單純，很難抽離為獨立的單一學習者因子，因為語言學習是持續進

行的動態行為，語言精熟程度和習得年齡具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探討外語學習關鍵期的

神經機制時，必須也考量語言精熟度的影響。再者，習得年齡在不同層次的語言能力表

現的影響程度也不同，語意處理能力較不受習得年齡早晚左右。相較之下，音韻處理能

力表現則和習得年齡密切相關。 

第二語言習得關鍵期假說是由 Johnson 與 Newport (1989)提出的，他們研究韓文—

英文的雙語者，發現七歲以上才習得第二語的學習者在句子句法判斷作業的正確率顯著

變差，七歲以前習得第二語的學習者則可達母語者的水準，於是下了一個結論：七歲是

學習第二語的關鍵期。Bialystok & Hakuta (1994)使用同樣的研究方法，但將分組的年齡

提高為十六至二十歲，原本七歲關鍵期的差異便消失了。後來有學者針對不同語言的雙

語者研究（Birdsong & Molis 2001），也沒有發現習得年齡的組別差異。所以就句法處理

能力而言，關鍵期的假說似乎沒有強烈的實證支持。 

除了句法作業以外，音韻處理的行為研究也可觀察到習得年齡造成的差異。這一點

相信所有的外語老師都可以在學習者身上驗證。越早學習第二語的學習者，大多字正腔

圓，越晚學習外語的學生，說外語時常常無法擺脫母語的腔調，而且練習帶來的效應有

限。第二語的腔調和第二語的習得年齡呈現清楚的負相關，這一點已經有行為研究證實

（例 Piske et al. 2001）。此外，早期雙語者區辨第二語的母音能力比晚期雙語者佳（Flege 

& MacKay, 2004）。 

國內也有針對第二語學習的起始年齡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研究主體多以大學生

的英語學習為主。多數研究的確發現習得年齡對英語成就有整體作用，國中以前開始的

比國中開始之後的好，尤其反應在聽力優勢上（回顧見張顯達 2006：77）。張顯達（2006）

的研究也指出，雖然英語學習的起始點在國中之前的學生，在聽力與閱讀的表現都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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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後學英語的學生好，但是起始點為幼稚園或是小學三年級之前，英語成就並無差別，

也就是說，學習外語越早越好的說法並不成立。 

 總結來說，行為研究雖然沒有證實第二語學習的絕對關鍵期，卻可觀察到習得年齡

對第二語學習的整體性作用。不管是句法及音韻處理能力，習得年齡越早，第二語的表

現越佳，習得年齡越晚，語言表現較差(Singleton & Ryan 2004)。目前學術界也普遍傾向

以敏感期的概念取代關鍵期。 

關於習得年齡在神經迴路上造成的效果，第一語和第二語的神經迴路是否有區別，

腦科學文獻討論眾說紛紜，有研究支持習得年齡早晚造成相關的神經活動差異(Kim et al. 

1997)，也有研究指出，語言的精熟程度才是造成神經活動差異的關鍵因素（Friederici et 

al., 2002）。Kim 等人的研究距今已有二十年，但是他成功的將語言習得研究發表在自然

科學的首席期刊上，為語言學與神經科學跨領域研究必引的經典文獻。這個研究把分析

的重點腦區放在布羅卡及維尼克區，發現第二語習得年齡較晚的受試者，處理第一語和

第二語的腦區為左前額下迴鄰近但不重疊的區域。早期習得第二語的雙語者，第一語和

第二語在左前額下迴的活化腦區則幾乎重疊。這個結果暗示第二語學習敏感期的存在。

暫且不論不同的神經迴路有無優劣之分，這個發現清楚揭示了，習得年齡晚者之第二語

使用的神經迴路是和母語不同的。 

Chee 等人（1999）重複了 Kim 等的實驗，只是兩組受試者的第二語精熟程度都較

高。這個實驗並沒有發現習得年齡造成神經活化區域的顯著差異，換言之，即使第二語

的習得年齡較晚，如果精熟程度較高，處理第一語及第二語並沒有大腦皮質表徵的差異。

只有在第二語精熟程度較差時，才有所謂的第一語和第二語的神經迴路差異（Chee et al. 

1999；Friederici et al. 2002；Pallier et al. 2003）。 

第二語的習得年齡是否造成神經迴路的差異，上述的結果看起來似乎互相矛盾，其

實只是顯示了語言行為研究的複雜性，由於習得年齡和語言精熟程度還是有某種程度的

相關，單切一個時間點為研究向度，可以預見研究結果會有歧異。因此，討論第二語習

得的神經迴路時，以發展角度來觀察，可能比較有意義。觀察雙語者處理第二語神經迴

路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語言功能腦側化的現象，會隨著習得年齡增長漸漸停止(李如

蕙&曾志朗 2016）。再者，實驗的語言作業差異，也會造成神經迴路的差異，故在此分

別討論句法處理和音韻處理的相關腦區。 

在句法處理層次，Weber-Fox 和 Neville (1996)的事件相關電位研究指出，違背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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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作業中，單語者和早期雙語者顯示連結神經活動上的差異，第二語習得年齡越晚，

兩側腦半球的活化越多。早期雙語者處理第二語也是左側腦區活動為主。Wartenburger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在句法作業上，同樣為高精熟度的晚期雙語者較早期雙語者

引發左右腦額下迴(biliteral IFG)的活化較大。語意作業中則僅有相對晚期雙語者有處理

第一語及第二語的反應差異。Janiska 與 Pettito (2013)比較一出生就接受雙語環境的兒童

和較晚接觸雙語的兒童，發現晚期接觸雙語兒童進行句法及語意判定作業時，有較強的

前額葉活化。其他研究亦支持習得年齡越大，第二語處理的皮質活化相較於母語，差異

也越大(Weber-Fox & Neville 2001)。 

音韻處理層次方面，早期雙語者處理音韻訊息時，神經活化型態以早期發展的感知

運動系統為主，左腦顳上迴、右額下迴、中央前迴及右顳上迴等區有較大活化。晚期雙

語者則以較晚成熟的前額葉運作為主（Hernández et al., 2013）。筆者將習得年齡造成的

神經活化效果整理如下： 

作業 第二語習得年齡早 第二語習得年齡晚 

句法處理 左 側 活 化 為 主 

(Weber-Fox & Neville 

1996) 

兩側腦半球活化多  (Weber-Fox 

& Neville 1996); 左右額下迴  

IFG (Wartenburger et al. 2003); 前

額葉活化較強 (Janiska & Pettito 

2013) 

音韻處理 左腦顳上迴、右額下迴、

中央前迴及右顳上迴等

區有較大活化（發展上早

期成熟的感知運動皮質）

(Hernández et al. 2013) 

以前額葉運作為主(較晚成熟的

皮質)(Hernández et al. 2013) 

 

表一：第二語習得年齡早晚在句法作業及音韻作業引起的神經迴路差異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雙語者處理語言的神經迴路，習得年齡造成的神經活動差異主要反應

在句法處理及音韻處理上，語意處理相關的神經迴路較不受習得年齡影響。第二語接觸

的年齡早晚，和修正改變大腦迴路的結果有關。接觸得越早，越能使用演化而來先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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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語言處理機制，也就是以左側化的腦區為主。「第二語習得年齡越大，則語言處理

機制功能性左側化的反應趨於緩和穩定，並同時朝向擴散性的神經迴路相互連結的型態

發展」。（李如蕙&曾志朗 2016: 167）。 

 

四、重要文獻回顧：學習風格  

 

身為外語教學者，可能經常被學生問及，到底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背好單字、學好

語法，把外語學好。常見的回答是：「根據你的學習風格而定。」如果你是文字型的，

那你可能得多閱讀幾次。如果你是聽覺型的，可能得反覆聽。筆者任教的學校，大一新

生入學時，學校會調查學生的學習風格，依照學生偏好的學習方式，建議學生適合的上

課或作業型態。學習風格這個概念不僅在教育界很流行，在心理學也是熱門的討論話題： 

每個人都有自己偏好的資訊處理方法。乍看之下，這樣的理論似乎沒錯，課堂上的確可

以觀察到各種不同的學習風格和學習偏好習慣（Willing, 1993）。有些學習者拿著筆拼命

抄，有些學習者喜歡在筆記上畫插圖做表格，有些學習者喜愛視覺圖片刺激。 

再者，學習風格很容易被學習者拿來當學習效果不佳的藉口。學習成果不佳時，可

以把責任歸咎教學方法不符合學習風格。坊間非常流行學習風格的測驗，這類測驗暗示

學習者，只要確定學習風格，善用同一種方法練習，就能保證良好的學習效果。 

行為研究文獻指出，學習成就和學習者偏好的資訊處理方式並沒有直接關聯

（Pashler et al. 2008）。一般人認為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表現，其實和學習者的主觀自我

學習判斷意識有關。Knoll 等人(2017)的研究裡，施測者先請受試者填語文－視覺認知型

態量表（VVQ, Verbalizer-Visualizer Questionnaire），接著每位受試者都得學習一組以語

文表達的詞彙和一組以圖片表達的詞彙，接著自我判斷學習風格為何，最後以線索回憶

測試評量學習成果。實驗發現，語文認知型態分數越高，自己判斷為語文型的分數也越

高；同理，視覺認知型態分數越高，自我判斷為視覺型的分數也越高。另一方面，語文

－視覺認知型態量表的分數和線索回憶評量的分數及自我判斷學習風格的結果並沒有

相關。換言之，學習者自我判斷的學習風格，和客觀量表評估出來的學習風格，並不一

定一致，而且學習風格和學習表現並沒有關聯。也就是說，學習者可能一廂情願認為自

己是視覺型學習風格，卻不知其實自己語文認知能力並不亞於視覺處理能力，或語文認

知方式更能提高學習成效，更沒有意識到成績和學習風格其實關係不大。「一個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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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方式和有效率的學習方式是兩回事，再者，個人偏好的學習方式並不是學習風格，

一般所謂的學習風格只是用來區分不同組別的類型，…，大部分支持學習風格的研究，

並沒有達到科學的信度標準」（Kirschner 2017: 166）。儘管學習風格是普遍常見的現象，

卻僅僅是學習者在有意識狀態下學習時的偏好，和學習表現卻完全是兩回事。學習的偏

好並不能保證最佳學習效果（Norman 2009；Macedonia 2015）。這也難怪 Kirschner 要在

最近的論文裡疾呼停止宣揚學習風格的神話了。 

教學者該配合學習者的學習偏好嗎？配合學習偏好是否能改善學習成效？Massa 與

Mayer（2006）調查不同學習風格的受試者，發現他們學習新知的表現其實沒有差異，

也就是學習風格沒有優劣之分。Massa與Mayer的實驗裡，針對不同學習風格的受試者，

提供兩種學習方案：給予文字型學習者輔以文字資訊，針對視覺型則是輔以圖片資訊。

實驗發現，視覺型的學習者和文字導向的學習成就，並沒有因為得到偏好的學習管道而

改善，也就是配合學習風格並不會改變學習成就。 

不管學習者的學習風格為何，學習環境是否與學習風格媒合，從資訊感知管道來看，

不管是年輕或年長的學習者都比較容易吸收圖片傳達的訊息（Constantinidou & Baker 

2002）。圖片對於第二語詞彙學習的幫助也很大，最近已有不少認知神經科學實證研究

證明圖片的確有加強詞彙記憶的效果（Bisson et al. 2014；Takashima et al. 2014）。學習

外語詞彙如果搭配肢體動作，不僅可以提升詞彙短期記憶效果，更能使詞彙儲存至長期

記憶，其效果遠比光以聽或閱讀學習詞彙的方式好（Macedonia et al. 2011；Mayer et al. 

2015）。 

從神經連結迴路的觀點來看，首次學習一個語言或詞彙時，整個神經網絡首次以特

別的方式活化。要把這個資訊記下來，必須可以重新提取相同的活化模式。神經網絡跟

著外在刺激及環境特性調整：神經細胞活化時，神經細胞之間的連結會被註記下來。有

用的突觸會擴建，沒有用的會被修剪。當某個神經細胞經常被另一個神經細胞刺激時，

其連結會逐漸穩固，未來再次活化時也會比較容易。這便是所謂的長期增強作用

(Long-term potentiation，LTP)。長期增強作用的相反機制為長期抑制作用（Long-term 

depression，LTD）。因為缺乏刺激讓神經迴路之間的連結穩固，沒有用的突觸會漸漸退

化，訊息傳導長期下來會越來越衰弱。學習風格也是如此，如果學習者認為自己適合視

覺型的學習方法，就會掉入自己設下的陷阱，久而久之，他本來就擅長的視覺資訊處理

會越來越強（長期增強），原本不擅長的聽覺資訊處理會荒廢而受到長期抑制。結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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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聽覺學習管道可能就此衰弱，語言聽力可能無法提升。 

腦的思考模式像網絡一樣，學習時，腦會調整神經細胞之間的連結。資訊會被分工

處理，所以單一的學習管道效果並不好。學習風格的觀念看似理想，但似乎過度簡化了

腦的認知歷程，也有礙多重感知的運用能力。假設學習風格真的存在，照理應該可以找

到腦解剖或功能上的證據。事實上，目前仍然沒有神經科學研究找到可以支持學習風格

理論的相關證據。相反的，單一學習者如果能夠同時運用不同的學習風格，以不同的感

知管道學習，學習成效最好（Romanelli et al. 2009）。 

 腦活化模式越廣泛，模式越穩固，重新提取也較容易。舉例來說，學習德文 Himbeere

這個詞時，如果除了聽以外（聽覺皮質活化），如果能看見真的覆盆子（視覺皮質活化），

動手寫一下（運動皮質活化）、觸摸一下甚至嚐嚐看（感知運動），這個詞的表徵便能建

立在多重經驗的神經網絡上（Pulvermüller & Fadiga 2010）。這個道理就像我們聞到臭豆

腐的味道時，眼前可能會浮現夜市賣臭豆腐的攤子一樣。由此可知，依照個人學習風格

去背單字的效果，一味使用單一方法，反而限制了大腦學習的可能性。 

 

五、認知神經科學與外語教學實務  

 

筆者個人經驗，身為新手教師進入課堂時，大多以自己學習歷程及經驗來備課，講

求的是教學者本身傳播知識的深度和廣度，較少注重學習者特性。教學者在台上傾囊相

授，講得滔滔不絕，卻發現學生反應不如預期，學習效果更與教學者的努力不成正比。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經驗的累積可以造就優秀的教學者。除了向資深教學者請益，

參考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提供教學者一個方向。認知神經科學已不再侷限在基

礎研究領域，它大幅地改變了人們對學習認知的理解，也可用來檢測教學法的成效。以

下筆者將以文獻的重要發現為軸，討論認知神經科學對外語教學實務(以大學德語教學

為例)的啟示，提出教學想法。 

 

邊緣系統與學習 

 

 現代認知神經學習理論特別強調邊緣系統的角色，因為海馬迴、扣帶迴及杏仁體扮

演了資訊的把關角色。一旦邊緣系統判定刺激是無關緊要的，接下來的課程內容再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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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恐怕學習者也不會把這個資訊繼續傳遞到大腦皮質區處理。對教學者來說，如何

讓學習者感受教學內容「切身性」便是首要課題。台灣的大學生學習德文，大多缺乏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德語的機會，德語對學生來說仍然有相當的距離感。 

 以講解德語語法未來完成式 Futur II 來說，傳統的語法教學以教學者為中心，通常

是教學者講解語法規則後，直接給學習者例句。筆者也非常贊成給學生例句，讓學生對

該語法規則有初步的認識。有經驗的教學者都知道，語法規則講得再仔細再清楚，都沒

有學生親自實做來得有效。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證實了，知識不會從教學者的腦直接傳

達到學習者的腦，學習者必須重新建構知識。回到未來完成式的例子，這個語法最常用

的功能就是預測未來某事可能會完成，如果能用科幻場景為例，讓學生自己先建構用到

這個語法的場景，即使不直接用德文，而是用中文（依附既有的神經網絡），至少，場

景是由學習者來創造，就朝「製造切身性」進了一步。想像場景和實際經歷場景在神經

迴路的效果是一樣的。建構語法場景時，如果可以實際運用學習者的姓名（中文無妨）、

關心的議題、背景，再讓學習者運用語法知識造句，這個句子就不再是教學者提供的遙

不可及的句子，而是和自己有關的。例如：教學者請學習者想想西元二三００年世界應

該是什麼樣子，可先詢問學生平常最喜歡做什麼事，學生如果回答旅行，再請學生想想

二三００年人類的旅行方式為何，可以到什麼地方旅行等，再應用 Futur II 的語法來造

句。 

 邊緣系統主掌情緒處理，對學習情境反應敏感，學習情境如果引發負面聯想，可能

會造成學習者無法繼續處理資訊。這種「引導式」的造句練習除了漸進式地拉近學生和

語法的距離，也幫助教學者營造正面愉快的學習氛圍，讓邊緣系統分泌增強突觸連結的

神經傳遞介質，打開關卡，使語法知識進入皮質層處理，成為學生切身的語法知識。即

使沒有神經科學的提示，經驗豐富的教學者也非常清楚教學情境氣氛和提高學生的動機

非常重要，因此帶著一顆愉悅心情進入課堂，營造輕鬆自然的上課氣氛，也是教學者時

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 

 

學習依附在既有知識的神經元連結  

 

 教學者都有這樣的經驗：學生有時候會提出一些千奇百怪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這

個介系詞一定要和與格Dativ連用，為什麼另一個介系詞又非得跟受格 Akkusativ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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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種「為什麼」的問題，筆者也經常被問得啞口無言，語言使用就是約定俗成，語

言學家能做的也就是整理出一個適合用於教學的語法，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然而，學

習者即便得到一個解釋或答案，懂得該語法來龍去脈，也不表示他就能應用該語法規則。

中文和德語分屬兩支不同的語系，語法差異很大，有些德文語法概念根本沒有對應的漢

語語法可以對照。再者，即使解釋得鉅細靡遺，也不代表學習者真的「記得住」。 

 前文提到學習為大腦知識的重組，第二語詞彙學習依附在母語的心理詞彙庫。使用

既有的突觸連結學習新知，母語的角色不容忽視。過去的外語教學強調課程應該盡量以

目的語輸入為主，以求快速提升學習者的外語程度。這類主張過份消極強調母語的角色，

反而忽略了初級階段的學習者應透過母語先建立足夠的詞彙量，才能達到閱讀目的語的

目標（賈冠杰 2008）。 

 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其實早就被坊間教學或教材研發商，搶著發揚光大。坊間這

些所謂的「神經學習法」水準參差不齊，其中不乏誇大不實的說法，例如學習風格、右

腦開發。然而仔細檢視這些方法，筆者也發現幾個非常值得一試的方法，例如以顏色（現

有的神經迴路）記憶德語詞性或介系詞的特性。要掌握德語的格位語法，奠定名詞詞性

基礎是非常重要的。筆者曾在課堂請學生將德語詞彙依顏色區分做單字手冊，例如陽性

詞彙使用藍色，陰性詞彙使用紅色，中性詞彙使用黑色，並請學生做筆記時分別紀錄在

不同的筆記本或不同的欄位，避免空間記憶混淆了顏色的記憶。這個以顏色分詞性的實

驗為時兩學期。由於這個實驗為自願性質，參與的受試者樣本數並不是很大，所以筆者

僅能從幾位學生的口頭訪談中取得質性反餽。大部分用此法學習詞彙的學生表示，記得

某個詞彙的顏色，比記得它的冠詞容易得多。由於德語名詞的冠詞詞性本身並沒有具體

意義，所以要記憶名詞的冠詞詞性特別困難，於是有教學者提出圖片聯想記憶術有利詞

性學習的主張，建議學習者以某具體圖像來取代冠詞，並與要記憶的名詞做圖像聯想，

如此便能有效促進名詞冠詞詞性的學習效果（Heinrich 2016）。 

Sperber 早在 1989 年就曾經指出，儘管記憶術對於學習意義匪淺，但是德語做為外

語的教學現場仍然鮮少應用。教學者經常要求學生要記憶資料，但卻鮮少傳授記憶術。

本文並不是要否定傳統智性教學法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去檢視坊

間外語教學法或學習術，對大學的外語教學有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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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習的敏感期，配合發展軌跡 

 

 外語學習沒有絕對的關鍵期，儘管大學外語學習者的年齡已經超過了所謂的敏感期，

語意學習方面仍然可達母語水準。相較之下，晚期外語學習者的音韻處理較難達到母語

水準，也需要學習記憶文法規則，才能確保句法的正確度。從發展軌跡看來，早期習得

第二語者的語言腦側化明顯比晚習得者明顯。晚習得者的神經迴路範圍較大，經常分佈

在兩側腦葉，其實和筆者支持的多元學習如出一轍。晚習得者較不依賴演化而來的左側

化腦區，而是隨著發展軌跡擴展。多元的學習管道活化腦區範圍較大，突觸連結較穩定，

神經傳導速度較快。大學德文系學生學習德文起始點晚，音韻處理能力較弱，大一的語

言練習課程格外重要。先會唸、先會聽再處理語意，是語言學習的普遍原則（Rueckl et 

al. 2015）。筆者以為，這個研究成果可當為課程時數及順序安排的考量，例如：大一基

礎課程以口說聽力為主，大二以上才漸進式帶入系統性的語法教學。 

 

學習風格神話：多元管道、用進廢退 

 

 儘管沒有科學證據，學習風格的迷思在教學實務上仍然佔有一席之地，筆者並不是

要反駁「適性教學」的原則，而是希望從另一角度思考，帶給教學者及學習者一個新的

觀念：學習風格和學習成效並沒有關係，不要受限學習習慣，換個方法學說不定會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以突觸連結用進廢退的觀點來看，外語教學與學習都應朝多元管道方向

進行，穩固神經活化模式。從教學的技術層次來看，一個班級學生之多，同質性不一定

很高，若真的要「適性」配合每一位學習者偏好的學習管道，恐怕顧此失彼。提供多元

教學策略與學習管道，不僅讓每位學習者都有機會接觸到自己習慣的方法，也有機會開

發其他學習潛力，增進學習成效。 

雖然現行大學外文系課程，大致已朝聽、說、讀、寫不同的管道分門開課，但筆者

想提倡的卻是單一課程內的多元教學。以國內大學德語詞彙課程為例，已有實證研究指

出學生對多元教學法的接受程度高，也期待教學者提供不同的教學策略。葉聯娟（2007）

的研究指出，除了在文段、單句中學語詞、單詞解說、造句和填空練習的傳統教學外，

交互使用「智性教學、模擬語境的教學、語言遊戲、教室外實地實習、線上測驗」，對

於「改善單純背誦記憶的語彙學習行為，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果，多元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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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的嘗試是極具意義的」（頁 238）。在葉聯娟（2008: 54）另一個囊括台灣及大陸學

習者的量化研究中，更強烈支持多元教學法對學生的學習行為產生正向影響，「包括讓

學習者的詞彙學習多元化 — 降低學生對『背誦強記學習法』的依賴—以及提高學生對

自己詞彙學習行為的自覺和自主程度」。 

 進一步以語法課程為例，礙於台灣的學習者在升學壓力下，學生已經被教學者訓練

成聽老師講課、記筆記的學習習慣，仍然非常偏好文字學習，任何文法規則都必須有清

楚的文字說明，學習者才會覺得可以「理解」。如果教學者一味配合學生的學習偏好，

可能只是令學習者主觀認為該方法有效。學習者反而沒有機會發掘其他管道可能更能提

高學習成效。研究指出，學習者如果能夠同時運用不同的學習風格，以不同的感知管道

學習，學習成效最好，圖片可以增強記憶成效，結合肢體動作更容易讓外語知識進入長

期記憶。筆者認為，即使是文法規則這種看似只能以文字說明的內容，也應該以不同的

感知管道傳授，例如在教授介系詞時，除了以文字及圖片說明，也可融合觸覺感知管道，

給學習者實物操作，加強神經突觸的連結。 

 教學者使用的教學法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行為。身為教學者，光是配合學生的學習

風格，很可能抹殺了大腦學習的可能性與可塑性。因此，教學者一方面可參考認知神經

科學研究，發展外語教學的神經教學法，另一方面也應該鼓勵學習者打破學習風格的迷

思，嘗試多元學習。 

 

六、結論、限制與展望  

 

神經教學法其實不是科學界的新鮮事，資歷豐富的教學者早就從經驗法則中，不知

不覺應用大腦科學新知，實施了神經教學法。然而，結合認知神經科學與外語教學，讓

教學者更進一步瞭解學習者的心智歷程，可以更有信心、更有科學根據去調整、優化教

學法。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應用範圍廣泛，除了提供教學者教學靈感、幫助教學者瞭解學

習認知歷程外，更可用來檢測教學法的理論和效果。筆者前所列舉的以德語為例的教學

策略，尚處於初探階段，下一步應該朝實證檢測、使用質性分析與量化研究進行教學策

略研究，比較傳統課程和神經教學法課程的學習成效。新世紀的外語教學應建立在實證

基礎上（evidence-based）。認知神經科學提供了另一個選擇視角，身為外語教學者，除

了分析語言材料，也應該關心認知神經科學的新知，參與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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